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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如何被表述的 

———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口述史研究 

王旭晨1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 在对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考察基础上，本文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对当地三国文化遗存与历史进行了分析。首

先，对所搜集到的当地口述材料进行分类，分析话语是如何作为历史传播媒介的； 然后，对这些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进行了深

层次剖析，讨论了公共历史是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族群文化被建构，个体又是如何在群体历史中发挥影响； 最后提出了一

种与传统史学定义不同的“客观性”，讨论了意义被赋予与确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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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建兴三年( 公元 225 年) ，为平定南方叛乱及巩固蜀汉统治，诸葛亮率军南征，分三路大军。其中，诸葛亮的西路主

力自道( 今四川宜宾) 折向西面，进军到安上( 今四川屏山) 一带，在邛都( 今四川西昌) 平定越高定叛乱后，继续南下，经

会无( 今四川会理) 黎溪镇渡泸水( 金沙江) 进入云南。这一片区域就是今天川南滇北的攀枝花地区。 

2017 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攀枝花文物局联合在攀枝花及周边开展三国文化遗存调查。①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收集到较多的口述材料，并结合其他考察获得的资料信息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与分析。通过这些材料

以及与来自攀枝花地区不同身份的讲述者的互动，将一种建立于三国文化基础上但又超越于三国文化本身的历史图景展现出来。 

本文主要采用了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对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及历史文化进行了分析。由于口述材料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

生，这种动态性会让一些传统历史学家质疑它的客观性与严谨性，认为这种研究不能如实反映历史面貌。但正因为口述材料在

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让材料搜集分析者可以了解到没有温度的史料以外的信息，比如从历史当事人或目击者口中探索他们更

深层次的认知与动机，通过倾听这些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中得到些什么，同历史文献资料深入互补，

给予了从另一种角度观察、理解或还原历史系统的可能性。这正是口述史学特别的价值。 

一、“叙述”历史:攀枝花三国文化遗存的不同角色 

( 一) 作为历史遗迹的三国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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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攀枝花地区的调查中，我们先后深入官房客栈、营盘山古军营、冶炼遗址、拉古渡、打箭岩以及云南永仁县方山诸

葛营等三国文化遗存点位。在此次走访过程中，我们进行测量，观察，采访，并通过不同方式了解攀枝花地区的历史沿革，摸

清当地三国文化遗存尤其是诸葛亮南征遗址遗迹相关情况。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当地人对点位比较事实性与学术的介绍。 

明朝朱元璋在云南政局稳定后，开发云南，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关防印信，收过路费。关防驻扎者住的房子就为官房。所以

很多官房是明朝留下来的。这个是从总体上来说，具体这个遗址则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攀枝花仁和区啊喇乡官房客栈，攀枝

花市文物局刘胜利口述) 

解放以后，大轮船走这儿过了，就修这个码头了。 

它这儿比较缓和，两边有个缓冲。过去渡江不像现在，过去是用人拉，纤夫拉，逆江而行，拉到前面的某个位置，然后再

开始划，划到中间，然后再顺水漂，漂到那头( 指着对面) 。是一个大 V 形，这就是过去轮渡的样子。尔后才有电动的。最早

就是纤夫光起屁股，至少是三个人来拉，多点五个。( 诸葛亮渡泸) 从那边过来。那边就是( 会理县) 黎溪区。这边是攀枝花

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拉村。现在 108 国道就走这儿过，西祥公路就从这摆渡过去，西昌到祥云的公路。 

( 问: 这个地方还是金沙江，这个地方当时叫泸水? ) 

对对对。(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拉 古渡，攀枝花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罗毅口述) 

( 诸葛营) 这个名称，虽然没有正式记载是怎么来的，但是历来都有这种说法。地方传说一直都说诸葛亮五月渡泸的时候，

曾经到这儿安营扎寨，这个就是当时留下的遗迹。这座城墙从这儿过去，前面有所分开。这个主城墙，两面，就是伸出去的两

面，一面有个小烽火台这种类型，但是现在都只是有点遗迹。但是 2013 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次考古勘探，那些城墙，从

整体上认为，应该是属于清代时候的。 

( 问: 那么有没有跟某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 

清朝时候联系起来的，我们认为，就是杜文秀( 云南保山人，清末云南回民起义领袖) 当时造反的时候，就从这边过来。

起义的时候从这儿一直到了会理，他必须从这儿经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起义军到过了。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人，为了躲避

啊，抵抗啊修筑起来，都有可能。但是在永仁这种类型的营盘很多。我们现在已经调查过的，在永仁县范围内是 14 个，有登记

的。( 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方山诸葛营，云南省永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唐福秀口述) 

对这些点位作为历史遗迹的讲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讲述人本身是文物工作者，提供的信息相对有客观依据，强调了通过

考古工作得出的年代判断以及可能相关的历史事件； 另一个是这些信息的年代相对较近，比如这些点位清代或近现代的发展演

变，相比起来，与远在三国时期有关的信息就更接近于下一部分将要说到的传说与故事性质。 

( 二) 作为传说载体的三国文化遗存 

在官房遗址，就“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诸葛亮的传说”的提问，介绍人告诉我们在官房附近有一些遗留的古军营，啊喇有

营盘山，下面还有万宝营，以前打仗的时候就是在这些营盘。我们对当地古军营进行了调查。攀枝花地区较有代表性的古军营

有营盘山得胜营、万宝营、长营、保安营、岩神山营、宝兴营等，在与云南的边界上还有方山诸葛营。它们分布在金沙江两岸

的山间平地( 或山顶) 。除了方山诸葛营之外，其他几个古营盘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属于仁和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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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营盘山，取名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在诸葛亮过这里的时候。 

这个营( 过去) 属于永仁县管，到四川要走我们这儿才能过去。这个路以前就是马路( 指马帮线路) ，我们这儿的老人，

就见过那种马帮，过云南就走这个路过去。但是诸葛亮过这儿的时候在这儿住了很久，有一大堆兵营。(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

乡营盘山山路，啊喇村村主任盛其光口述) 

这个营盘山古军营的传说呢，是从三国的时候诸葛亮五月渡泸开始的。五月渡泸之后，他在这边驻扎军队比较多，这个诸

葛营跟方山的诸葛营是一样的，他们是从拉渡江过来的，过来之后就在这一片驻扎的有军队。(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营盘山，

啊喇乡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遂进口述) 

当地村民的讲述大多来自于口口相传的故事，并没有以科学的方式探究故事的来源，但早已被默认为事实。从川南地区至

整个云南，以故事、传说为源的“诸葛村”“诸葛营”“武侯营”“诸葛井”等一类名称比比皆是。例如方山诸葛营中的诸葛村，

位于方山西南，相传为诸葛亮残留部属，在方山繁衍生息，镇守滇川而形成的一个自然村落。
［1］
“诸葛营”一名尤多，如曲靖诸

葛营，《云南通志·曲靖府·诸葛营》: “在城东二里，一名古城，昔武侯南征，每兵斗土筑城，屯军于此，今存。”
［2］

昭通诸葛

营，在昭通朝阳区城东太平寨，后世传武侯曾驻兵于此，今壕垒尚存。
［3］

永昌诸葛营，在保山县城南，《永昌府志》
［4］

即称此处

传为诸葛亮屯兵之所。当地村中居民多说其祖上多为明代从南京来，但具体无从知晓，该地之名仍附会为诸葛营。
［5］

江安诸葛营，

位于宜宾市江安县夕佳山镇，为三个高台，称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当地百姓传为诸葛亮南征时驻军之处。当地人还将营

盘旁另一高台称为孟获坟，说是孟获被诸葛亮抓住后死于此处并立坟于此。② 

安营的时候这块( 指烽火台 F1) 是平的，大坝。安营过后兵要过来，要走这里，就要号令。号令这里就开始起火，这里起

火，那里起火，永福的万宝营也要起火，所有人就晓得有人来侵犯了。 

我们营盘山有个特点就是，四面是山，一面翻坡，所以他( 诸葛亮军队) 下来之后主要是守这一边( 指土墙体 Q1、Q2 方向) ，

因为那一边那三面都有悬崖峭壁。(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营盘山“烽火台”与土墙体，啊喇村村主任盛其光口述) 

这段叙述是对于古营盘中的遗迹分布、结构、性质、功能的认识，有明显的联想意味，可能讲述人从别处听来了类似故事，

而这种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丰富，加入新的内容，最终目的便是，让此处成为真正的“烽火台”有更为翔实的证据。 

前往营盘山古军营深处，还可以看到明显人为修建的墙体与倒“U”形沟渠。 

这个，这个沟沟啊，我们也研究了若干回。到底它起个什么作用? 最后想到这个是起一个护城河的作用，它不挖个沟沟它

不是一大堆人马直接就( 做手势，意为冲过去了) 。(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营盘山沟渠，啊喇乡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遂进

口述) 

哦，这是一道防线了嘛。那边有条路下去，下去就到我们的村子路口了。就要走这里过，这里就是营埂。( 攀枝花市仁和

区啊喇乡营盘山沟渠，啊喇村村主任盛其光口述) 

自己部队的马在这儿( 沟里面) ，然后将军些，出来上马。两边都可以上马。马走底下过嘛，然后就跳上马嘛。( 攀枝花

市仁和区啊喇乡营盘山沟渠，攀枝花市文物局专家刘胜利口述) 

可以看出，对营盘山古军营这段沟渠的功能认识，几位讲述者也有不同看法。但每位讲述者对另外一些不同观点也不反对，

甚至也能接受，能够在其他讲述者观点叙述之后，很自然地引出自我观点。这似乎暗示着，对这处遗迹的性质与功能的学术判

断并不是当地人关心的最重要的内容。相反，只要能说明营盘山古军营是诸葛亮军营，这个遗迹最大的意义就还在。能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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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诸葛营”传说对攀枝花地区影响极大的是，这些关于诸葛营的传说，已经不只是民众随便谈论一下而已，甚至被攀枝花

当地官方认可。其表现是，在拉古渡旁的山坡上，立有几块木牌介绍此点位，分别介绍拉古渡、古渡商贸、古渡人文等。同时

专门开辟了一版块“诸葛文化”，介绍几个与诸葛亮相关的传说，其中，“古军营”的传说也在其中。 

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打箭岩”，今天在学术上认为与少数民族葬俗有关
［6 － 7］

，但关于它的传说却并未停止流传。 

邓: 这个地方叫四川岩，翻过去呢就到了云南，相当于一个界线。 

问: 是以这种天然地形作为地标的? 

邓: 是的，以前听老人讲，诸葛亮站在岩上头，就 

可以看得很远，在上面指挥军队。 

问: 那个箭呢? 

邓: 箭就是诸葛亮在下面射上去的。 

问: 这也是听以前人讲的吗? 

邓: 对，都是这么说的。 

黄: 以前可不止一根箭，以前有很多，好几根。我兄弟以前就说他拿下来过，别人还去熬水( 当药引子) 。 

问: 那现在那些箭呢? 

黄: 现在就不知道了，没见过。(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镇富阳村“打箭岩”，富阳村村长邓寿久、富阳村村民黄世旭口述) 

对比之下，非相关专业背景的普通百姓和专业研究者在看待一处遗址或遗迹的思维方式上截然相反。研究者必然从现象出

发，根据实际情况和文献记录等补充材料，推导遗存的性质、结构等。这些讲述者多是从“结论”出发，无论是故事传说还是

自我进行的文学修饰，必先有“结论”，再去寻找一切能够证明结论的现象。这种方式在关于点位名称来源以及点位结构、性质

认识的两类故事中尤为常见。 

( 三) 作为文化资源的三国文化遗存 

另外，在当地文物行政部门管理者讲述时，他们往往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在关注这些遗址遗迹本身情况的同时，也关注这

些点位如何与当地文物保护事业及旅游开发等方面联系起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在调查中举办的座谈会上③，当地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的同志们谈到希望对部分点位进行试掘，更深入探求其历史真相，探究传说故事会将这些遗迹同诸葛亮联系起来的深

层次原因，同时提出了一些开发构想，类似于“原始森林中的古长城”“南丝路上的古长城”等开发理念值得深思力行。 

在与行政管理机构人员的讨论中常常会涉及到这类加以发掘利用、集群思想的观点，这也是与个体的工作性质有关。不过，

对于这种涉及“开发”的主题，我们所接触到的攀枝花地区的民众大多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也乐于提出自己的种种想法。

这与在有些地方，一部分民众更偏向于“保护”而不是“开发”，担心遗迹受到破坏多于关心遗迹资源如何运用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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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释历史:历史的不同定位 

从搜集口述材料来研究当地三国文化遗存及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不同的角色叙述历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历史对于每个人的位置是不同的。文史工作者叙述历史是以学术的角度为出发点的，目的在于探索

历史的真实样貌； 但另一些人叙述历史更多的是口口相传的内容，缺乏求证，也无意于去求证； 或是通过阐释历史，把历史

塑造成有助于达成某种目的的途径与手段等。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曾经阐述到的: “历史是对过去的解释，而事实是错

综复杂的。”
［8］

“他的目的不在于探索历史事件的真相以更好地了解历史，而在于利用评论历史事件的特殊文章改变当时知识界

同仁的观点。”
［9］

在攀枝花地区，民众讲述或评论这些遗存及其与三国文化的相关性，不一定是为了改变知识界同仁的观点，但

却有其另外的作用。 

在我们的访谈中，不同叙述者多次强调他们所说的内容是他们的父辈、祖辈或是自己周围的人代代相传而来的，强调这是

大家共同的记忆。在烽火台附近讲旁边的马道时、在讲述拉古渡的传说和回忆其历史变迁的时候、在叙述“打箭岩”的故事时，

讲述者均使用过类似“听老一辈这样说”“就这样代传代摆下来”“这里的人都知道这类故事”等话语。当使用到这些语言时，

讲述者都是没有任何迟疑的一笔带过，并不会紧接着讲述自己的质疑或者思考之类。对于当地人来说，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东西

既然都这样说，那就应该认为就是这样的。或者也可以说，不是“认为”不需要质疑，而是本来就没有去想过要去质疑。代际

记忆与族群记忆，就如同刚出生就自带的基因，而不是思考的结果。形成这些现象，其实与当地历史背景有关。 

( 一) 当蜀汉政权走向西南边陲: 作为政治文化的公共历史 

今天的四川省攀枝花与云南省接壤，在三国时代属于南中地区，南中地区还包括今天的云南和贵州等地。《华阳国志》里记

录: “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秋，遂平四郡……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

曲； 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

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

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
［10］

《诸葛亮集》里收录《滇载记》记载: “……当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雍，师次白崖川，

获，斩之，封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氏。割永昌益州地置云南郡于白崖。诸夷慕侯之音，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

桑，诸郡于是始有姓氏。”
［11］

迄今全国发现的记事年代最早的彝文碑———发现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济火碑》上也记载三

国时期彝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功，受封罗甸国王的事迹。碑文中最重要的一段翻译为汉语的意思是: “在楚敖山

上，君长与孔明结盟； 帝师胜利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
［12］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就已经作为一个主流文化的

统治者形象出现，在南中各族人民心中自己是可以接受其封号任命的，甚至以此为荣。 

楚雄州历史方志，有苴却十六马( 土官行政区划名) ，后改马为里。在大姚时期，就是清朝中后期，我们这个地方就叫“苴

却十六马”，“十六马”既不是土司管理，又不是政府管理，就分了大概十六个片区，每个片区交一头马。那么凡是负责这个片

区的人就叫做“马头”。因此这个“马头”，意思就是土司，但它又不是土司，为什么呢，土司要接受中央朝廷的册封，他不是

土司，但是这个地方又是他说了算……包括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们荷花池那一带，交粮食是交什么，交莲子。那个莲子剥好以

后堆到了盐边，交给诸葛土司。是给诸葛土司交莲子，上供嘛。这个是当事人亲自回忆他去交的事，土司就是这样的管理制度。

( 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方山诸葛营，攀枝花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罗毅口述) 

这是讲述人在讲述点位时延伸讲到的当地历史上的管理制度。我们前面提到目前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的土墙工事至少地表

上的部分是清代的，是否有地层分层尚未可知，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把它作为三国文化遗存、作为诸葛亮曾经用过的营寨来宣传。

罗先生提到当地民众把这处遗迹既与一种管理制度联系起来，也在潜意识里将这种管理与诸葛亮联系起来。事实上，罗先生提

到的类似于土司的管理作用的“马头”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当然不是同一人，历史上也并没有“诸葛土司”的提法，但当地民

众会自动地把一种系统的管理方式与诸葛亮联系起来。当他们提到这些遗存时，并不会刻意花心血去证实或证伪，在他们心目

中，诸葛亮更多的已成为一个“管理者”的代名词。这样，他们的讲述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要我们去认定对错事实，而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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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历史上受到已建立更系统制度的蜀汉政权的辐射，并且自己内心对这种辐射更多的是认同而不是抗拒。 

在攀枝花地区早已属于国家一部分的今天，在从三国到如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有过中原政权为了将自己的边陲更

多并且更稳定地纳入自己版图所做过的努力，有过关乎民众意识形态的宣传的努力。诸葛亮作为一种政权与管理的象征，通过

政府、仪式等，传递给当地人民，在内化成当地人民的一种精神信仰之后，还会通过当地人自己代际、教育等不断传递给下一

代。 

( 二) 当南中地区遭遇“外部世界”: 作为族群文化的公共历史 

川南至云南地区出现的诸葛亮与箭的故事传说，基本上是在行政区划边界或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攀枝花这一处“打

箭岩”，也在四川、云南交界的地方。关于“打箭岩”的故事版本不一，但主旨都是与诸葛亮以智谋与少数民族首领划定边界和

平共处。比如，传说诸葛亮与孟获交战，双方长期僵持，两边互派人试探后，准备达成和解协议。诸葛亮提出，只需孟获让出

“一箭之地”，孟获爽快答应。当夜诸葛亮命人快马加鞭将一支一样的箭送到有三日路程的金沙江边，插在石头上。第二天，诸

葛亮带上赵云等人，和孟获方面的人马一同到了山顶，准备射箭。时辰一到，赵云拉弓放箭，孔明让孟获方人员和自己一同骑

马，追着箭的方向走了三天三夜，才发现赵云的箭射在江边的石头上，箭上还有蜀军的标记。孟获怎么也想不通一箭之地居然

这么大，但奈何协议已签，只能退让。 

我们认为，这些故事和传说体现了当地族群( 或民众群体) 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历史和生活区域疆界划分的想象。虽不是严

谨的正史，但通过民众口耳相传，以非常质朴的语言代际传承，成为民族的记忆和标识，成为一种共同的记忆和思维方式。这

些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通过与“打箭岩”相关的传说，为他们自己确定并解释自己族群活动的边界。通过对同一个

遗迹、同一段历史的相同解释，对同一种故事的选择，身份认同被强化，族群被想象，以“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创造了满

足他们归属感的共同团体。
［13］

讲述者提到古道是以前马帮走的地方、土墙体是以前作战的掩体等等，都是从上辈听说并且传下

来的，这些记忆有利于强化族群感情。不论是否是三国的故事，不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只要这些故事起到了维系人们群体认

同与联系的作用，它的使命就达成了。而对于三国文化传播来讲，这些带着浓厚三国因素的口述材料正是让攀枝花地区成为川

南滇北三国文化传播圈核心区域的重要支撑。 

( 三) 集体与个体: 相对于“族群文化”的个体力量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涉及到的问题中，容易存在一种集体与个体的争论。上文探讨的攀枝花地区与三国文化相关的传说故事

的形成与流传的推动因素也会面临相似的境遇。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背后的动因是在南中族群遭遇“外部力量”时，为凝聚起

来而形成的“共同的族群文化”象征物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望。这种解释低估了个人在形塑公共历

史中的力量。“共同的族群文化”只是一个在选择下被遵循的东西，而人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将三国文化形塑进南中地区流传下来的文化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和这些力

量形成的模型，社会学家布迪厄则曾经讨论过关于类似于这种社会文化分析得出的模型的假象。他分析了一些社会的农业历法、

婚姻模式等，发现原来那些通过第三方研究者研究而表述出来的模型图示都是被简单化的，具有不连续性的。实践中的复杂性

决定了人为归纳的模型永远都无法与真实情况完全匹配。“对实践逻辑在自己的功能与运用的具体条件中造就的不确定性与模糊

性的忽视，使这些人工制造的图示产品看起来没有错误但又是不真实的。”
［14］

这种分类图示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对于具体事件的处

理方式和对具体资源的利用方式，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来说，为人们提供行为引导的是一套社会历史中沉积下来的气质系统，是

通过实践而得的。 

攀枝花地区的口述材料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影响。攀枝花地区许多遗迹并没有进行正规考古发掘，无法从学

术的高度确定无疑地证明一个遗迹是三国的，方山诸葛营进行过的简单的考古试掘得到的结论是一些遗留的土墙工事是清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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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们向外面说这些遗迹是三国的，并继续或希望将来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旅游点来开发。这背后的推动因素我

们无法把它归绔为蜀汉政权对南中族群的作用力，也无法归结为南中族群面对异质文化自身产生的作用力。不同的语境背景下

决定了人们选择这样做。 

三、意义建构:客观性的定义、意义与批判 

上述讨论的问题直接构成了一种与传统史学方法不同的对“真实”与“客观”的定义。传统史学方法更专注于从散落的材

料中考证某一处历史现象本身，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

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考史撰史还是非

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
［15］

而口述史是当代人经历的历史，或是当代人未经历却听说、了解并讲述出来的历史，其中“人”的因

素比重大于以文字材料为主的传统史学。这种特性决定了口述史研究中，相比于传统史学，有更多“论史”的成分———在考

证传统史学所说的“真实”之外，有另一项任务，就是针对受访者的“话语”，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说这些话，这些话的深层含义

是什么，它背后的形成原因和心理机制是什么； 关注对历史的“叙述”是如何随着时间与场景变化，如何被阐释，如何被赋予

意义； 还原各种主观意义被排列成为一种客观事实的过程。 

社会学家许茨曾经讨论过这种客观世界中的意义建构。他认为意义结构是在“动机—社会行动—主观意义—客观意义—意

义脉络”这么一个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由社会世界的参与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互动中缔造。
［16 － 17］

不管是在攀枝花地区

口述材料的分析还是更广泛的材料，理解社会与民众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如何把公共历史运用于当下的不同方式有利于我们理

解口述历史是如何在以不同于文本历史的方式被操作的。 

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已经被建立为一种客观结果的文化产物，更是在深层次研究这个文化产物被建立的过程。历史阐述对

于个体的意义则在于，他如何回忆过去有时取决于他对自我的定位以及自我的身份认同，历史会如何被记录下来是选择的结果。

而被特定集体记忆的公共历史则提供了将多元的人团结在这个社会里的力量。口述史学把不同民众的声音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

围中，弥补了传统史学着重关注作为一种结果的历史的偏向，从更客观性的角度、以更系统不割裂的思维方式探讨历史文化的

相关问题。 

注释: 

①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于 2017 年启动“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 攀枝花段) ”项目。 

②参考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于 2015 年启动“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 乐山、宜宾、泸州段) ”项目，报告尚未出版。 

③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于 2017 年启动“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 攀枝花段) ”项目。调查组先后深入营盘山古军营、拉古渡、

打箭岩等点位，并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下午与攀枝花市文物局进行座谈。座谈内容收录于《全国文化遗存( 攀枝花段) 调查报

告》中的《附录五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调查工作座谈会纪要》，报告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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